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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１世纪以来，受现实外交议题和国际学术思潮变化的影响，民国外交

人物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型。这种转型拓宽了研究视域，但也有偏离政治史核心的
倾向，因而逐渐显得后劲不足。构建一种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维度立体式

动态研究框架，将求实、求真、求善与致用结合起来，以跨越现有政治史研究的
“峡谷”，或许是突破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瓶颈的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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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英国学者杰夫·贝里奇曾指出：“外交并不仅仅是职业外交机
构的行为。其他官员和由官员们领导的私人也可以从事外交活动。”①联系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学术

界对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具体情况以及２０世纪以来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

位，本文参考贝里奇的广义外交定义，将民国外交人物设定为以各种形式和身份参与了中华民

国时期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外交事务的人员。②民国外交人物是推动中国国际地位曲折上升的重要群

体之一，总结学术界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推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稳健发展，

是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改革开放后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视政治史的背景下，一些民国外交人物即被纳入研究视域，

如胡适、孙中山、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祺瑞、蒋介石等。③总体上看，从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７７年，专门研究民国外交人物的成果数量并不多，仅有一些研究也散见于外交史、边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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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叙述方便，本文未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人士纳入考察范围，这绝不是意味着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外
交贡献，事实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努力和外交成果都步入了快速上
升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当时国际格局的演进所起的作用越来
越大。

如何方：《九一八事变以后胡适的一个卖国主张》，《历史教学》１９５１年第９期；刘立凯：《孙中山欢迎
十月革命和他的联俄主张》，《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５期；陈芳芝：《美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中宰割中



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成果中。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创新始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学界期盼两岸开展学术交流，出
版民国外交人物回忆录，创办推动民国研究的相关刊物，为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学术条件。如，１９８０年，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致函台湾历史学家，呼吁共同研讨中华民族
发展历史；一直重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决定翻译
出版顾维钧回忆录。１９８１年，辛亥革命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民国史研究率先在辛亥革
命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１９８３年，《顾维钧回忆录》第１分册出版。１９８４年，孙中山研究学
会成立。１９８５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 《民国档案》，首期即刊发 《国民党政府运用１９４２
年美英贷款的一组史料》、《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九一八事变后
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等与民国外交人物有关的文章。１９９２年，张海鹏等大陆学者第
一次赴台参加学术会议，两岸学术交流由单向转为双向互动。①此外，改革开放后中外关系的互
动，客观上也要求加强对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如，１９８２年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加强
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就逐渐被提上日程。１９８７年，刘大年发表 《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

指出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宣布抗日的时候起，取得了全国的承认、拥护”， “武汉失守以前，

它抗战是积极的”，“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说明它尽可消极，但不能摘掉抗日招牌”，②对蒋介
石政权作出了在当时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于推动实事求是地评价民国外交人物起到了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后，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史料整理和专项研究从顾维钧开始，逐步向其他人物拓
展，这从表１中可以看出。

表１　改革开放后部分与民国外交人物有关的书籍一览③

初版／修订或再版年份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１９８３—１９９４／２０１３ 顾维钧回忆录 （全１３册） 顾维钧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 李联海 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１ 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 俞辛焞等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技巧 高克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２０１７ 放眼世界的孙中山 段云章 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顾维钧与抗日外交 岳谦厚 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中国十大外交家④ 石源华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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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的阴谋 （附带驳斥胡适的 “华盛顿会议挽救了中国”的谰言）》， 《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５年第２期；

李光一：《在五四运动时，北京军伐政府怎样在人民的威力下不得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
卖国贼？》，《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６年第１期；宋质奎、张定荣：《孙中山与亚洲民族的解放运动———为纪
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而作》，《史学月刊》１９５７年第１期；丁则良：《孙中山与亚洲民族解放斗
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李光一：《段祺瑞 “执政府”在五卅运动中的卖国
外交》，《史学月刊》１９５７年第４期；Г．阿斯塔弗耶夫、张惕全：《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美国对蒋介石的 “援
助”》，《历史教学》１９５８年第７期；李退愚：《蒋介石反动政府在 “九一八”时期的卖国活动》，《史学
月刊》１９５８年第９期；金立成：《美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证》，《学术月刊》１９６１
年第３期；江海澄：《试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１９６２年第Ｓ１期；荣铁生：
《孙中山先生前期反帝思想》，《开封师院学报》１９６３年第２期。

①　张海鹏：《我的台湾经历与我的研究———首次台湾之行与本集编辑缘起 （代序）》，《书生议政：中国近
现代史学者看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页。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由于书籍的统计难度较大，很有可能漏掉一些书籍，所以只能说是部分书籍。

辑录民国外交家有顾维钧、陆征祥、颜惠庆、王正廷、陈友仁、宋子文，共６人，该书还附录近代中
国外交机关历任行政首长小传。



续表１

初版／修订或再版年份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１９９９ 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① 石源华 河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孙中山革命与美国② 郝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 岳谦厚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论文集） 金光耀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 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岳谦厚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６ 孙中山对外方略 李本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 翁有为等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孙中山与美国 习贤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 陈元珍 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 国恨：民国外交二十人③ 李扬帆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１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涛 华文出版社

２０１１ 八年抗战中的蒋介石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何虎生 台海出版社

２０１２ 蒋介石与美国 谭一青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２０１２ 蒋介石与希特勒：１９２７～１９３８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王晓华等 台海出版社

２０１３ 蒋介石与战时外交研究 （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张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民国初期外交家马素 徐晨阳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杨树标等 华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杨红林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５ 民国外交家丛书④ 石源华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６ 民国外交亲历者口述实录⑤ 李振广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傅秉常日记：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傅秉常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表１所列书籍包括了回忆录、口述史、日记、传记、专题研究等，既有专注学术的成果，

也有普及性读物，涵盖了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方面，可见，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
的规模，有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从所关注的人物来看，孙中山、蒋介石、顾维钧是重点；从所
关注的议题看，抗日外交是热点；从出版的数量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未见空档。总体上看，涉及
的人物越来越多，关注的议题越来越广，出版的频度越来越高。

有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文章在２０００年后渐渐增多。《世界知识》杂志从２００７年第６期开
始，推出石源华主持的 “民国外交人系列”，到２０１３年第２３期止，陆续刊发了１０４篇人物简论。

每篇文章只有２—３页，其中蒋介石的文章６篇，其他每人１篇，共９９人。其中既有袁世凯、汪
精卫、蒋介石这样拥有最高决策权的人物，也有外交总长 （部长）、驻外公使 （大使）以及其他
参与外交活动的人物；有职业外交家，也有学人外交家、军人外交家、法官外交家、宗教外交
家、媒体外交家、艺人外交家、商人外交家、夫人外交家等；有活动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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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该丛书传主有顾维钧、陆征祥、颜惠庆、王正廷、陈友仁、宋子文、伍廷芳７人。

２０１２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

辑录了伍廷芳、陆征祥、陈友仁、施肇基、颜惠庆、黄郛、王宠惠、王正廷、伍朝枢、顾维钧、郭泰
祺、胡适、王世杰、宋子文、蒋廷黻、宋美龄、陈香梅、蒋介石等人。该书将陈香梅与陈纳德、史迪
威与蒋介石各作为一组人物，还有司徒雷登、蒋介石的专论。实际上是２１人。

与此前其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相比，少了顾维钧，多了王宠惠。

该书辑录了傅秉常、顾维钧、金问泗、程天放、周雍能、齐世英、张群、夏晋麟、陶希圣、董文琦、

张式纶、马超俊等１２人的口述资料；该出版社还出版了少数民国外交家的口述史或回忆录，这些书属
于台湾 “中研院”口述历史系列。



政权的，也有活动在整个民国时期多个政权的。从价值评判角度看，正面肯定的有 “中国跻身
‘四强’的见证者”王世杰、“周边国家独立运动之友”吴铁城、“临危受命的军人外交家”蒋作
宾、“参与策划五四运动的元老外交家”汪大燮、“战时赴欧求援的将军外交家”杨杰、“反对日
本侵华的宗教外交家”于斌、冒险抄录田中奏折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蔡智堪、 “拒签 ‘对德和
约’的功臣”魏宸组、“拯救犹太人的民国外交官”何凤山、“最早将 ‘十月革命’消息传递国
内”的刘镜人、“临危受命的战时外交官”陈介、“维护西沙主权的民国外交官”钱泰、“倡导禁
烟的外交官”王景岐、“中泰关系正常化的功臣”李铁铮、“最早在巴黎使馆升起五星红旗的外
交家”凌其翰、“成功交涉美国退还庚款”的梁诚、 “才艺双佳的民国外交家”谢寿康、 “反对
‘台独’的外交官”魏道明、“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使命”的胡汉民、“力争外援的驻苏大使”邵
力子、“不平等条约的最初突破者”黄荣良等；完全否定的有 “国人皆曰可杀的 ‘亲日派’首
领”曹汝霖、“出卖国家权益的外交总长”沈瑞麟、“五四运动中遭痛殴的外交官”章宗祥、“国
人皆曰可杀”的陆宗舆等；先肯定后否定的有 “从反帝先驱到叛国巨奸”汪精卫、“从外交精英
到汉奸外长”陈箓等；先否定后肯定的有 “迷途知返的 ‘日本通’”高宗武等。此外，民国外
交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等问题也受到了重视，如 “梦断巴黎，栖身修道院”的陆征祥、曲
折多奇的王正廷、遁隐山林的黄郛、曾三度入狱的罗文干、几经沉浮的曾宗鉴、曾遭通缉的甘
乃光等。这些文章对于推动学界加强民国外交人物的学术研究，促进研究成果普及化都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总体上看，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２１世纪以来有了较大发展，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果数量和涉及人物大幅度增加。在中国知网以篇名检索，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８年７月，

有关民国外交人物的文章共２６６９篇，①涉及１３１人。如果加上散见于民国人物研究、外交史、边
疆史、地方史等书籍和文章中的相关成果，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在体量上应该更大，涉及人物
也更多。

第二，研究内容大为拓展。在关注现实政治走向的基础上，经济、社会、人文等现实议题
也逐渐受到关注。以顾维钧为例，现有研究除了关注他的外交活动、外交思想和技巧外，还关
注他的教育、家庭生活、交友及为人之道、晚年生活等。

第三，研究视野大为开阔。如前所述，民国外交人物研究与两岸关系走向和改革开放的深
入密切相关。史料的共同发掘和整理利用，图书和情报资料的分享，学术会议、人员互访、联
合攻关等各种形式的学术思想碰撞，研究手段、技术路线、史学理论等的互鉴，等等，开阔了
大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视野。如，境外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获取和利用，推动了蒋介石及相
关人物外交议题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境外民国外交人物研究成果的引进与大陆民国外交人物研
究成果的外传、外译，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国际化。

第四，在重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作品越来越重
视发掘和利用民国外交人物的电文、信函、手稿等一手资料，注重文献材料的创新性。如在有
关黄郛的一篇文章中，大量采用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黄郛、蒋介石、张嘉璈日
记和孔祥熙相关电文，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熊式辉日记手稿，日本防卫省防卫研
究所藏相关电报，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黄郛日记，台北 “国史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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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多数文章发表在２０００年以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数据精确到了个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从
广义外交人物的概念出发，难免有人被忽略。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档案、 “汪兆铭史料”等未公开出版的档案资

料。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逐渐增强。如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执意让王宠惠出

任外交总长，而让资深外交家伍廷芳出任司法总长，是一个历来颇受争议的问题，有论者专门

对此进行了分析。②

第五，在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的基础上，读者的兴趣爱好也逐渐受到重视。有关民国外交

人物研究和介绍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刊载在非ＣＳＳＣＩ期刊中，特别是地方刊物和面向普通读者

的刊物或者说学术性要求不高的刊物。从文章风格和刊物性质等方面分析，民国外交人物的研

究和介绍具有鲜明的宣传和介绍导向，也有迎合普通民众需要的倾向。

总之，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逐渐走向了多元化。

二、２１世纪以来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与瓶颈

２１世纪以来，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涉及人物不断增多，文章和专著数量增

多，也表现为更加重视实事求是以及研究角度的变化。杨奎松认为，关于民国人物的研究和介

绍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 “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注意尊重历史事实，也越来越重

视从人文的视角看问题，而不是只基于政治分野来做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了”，并指出这是 “历

史进步的一种表现”；③他提出人物传记研究要 “坚持用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要 “切实从研究

考据的态度出发，时时处处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坚持与已有研究保持对话”。④姜义华认

为，要让民国人物研究获得全面推进，“第一位的仍然是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但与此同时，进

一步超越多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思维定势，采用新的视角，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其重要性绝不下于前者”。⑤左双文等提出，民国外交人物研究，除了最高级别的人物、决策层的

人物外，还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人物的研究；要加强对有不同

留学背景的外交家群体研究，并对不同群体作比较研究。⑥石源华提出要改变对于民国外交家的

片面或负面评价，即 “力图改变对于民国时期外交家全盘否定的观点，注重研究他们的知识结

构、晋升经过、外交思想、功过是非等，既充分肯定和褒扬他们的历史功绩，也不讳言并批评

他们的失策和错误，力图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新形象”。⑦这些观点角度不同，但都说明近几年

来民国人物和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型。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有着现实议题的推动与国际学术思潮的演进等方面的因素。首先，

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在前述于中国知网检索的文章中，被称为民

国 “奥运之父”的王正廷，４２篇文章中有２１篇与体育有关，折射出对体育外交的重视；被誉为
“为中国人赢得尊严”的大法官梅汝璈，４０篇文章中有１３篇标题中有 “东京审判”，其他文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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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贺江枫：《无以为继：黄郛与１９３５年华北危局》，《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吴佩林、董清平：《王宠惠何以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史学月刊》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杨奎松：《实事求是看待民国人物是一种历史进步》，《北京日报》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日，第１９版。

杨奎松：《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几个问题———以蒋介石生平思想研究状况为例》，《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３期。

姜义华：《超越思维定势———全面推进民国人物历史研究》，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孙
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３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页。

左双文、王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石源华：《民国外交史的新探索》，《世界知识》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多与东京审判有关，表明中国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被称为 “享誉全世界的人权活

动家”的张彭春，１８篇与外交有关的文章中１４篇是人权角度，反映了中国对人权理论与实践的

重视。可以说，现实中的中国外交议题推动了相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其次，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政治和军事议题在学术研究中有所收缩，经济和社会问题开始增

加。国际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非国家行为体受到国关研究者的普

遍重视，国际政治中的文化因素也渐次受到关注，多轨外交等新概念出现，外交学研究的对象

和方法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史学领域也出现了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的转向，底层民

众、基层组织受到史家的关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

与国际接轨，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也受到普遍重视。国际学术思潮的变化，影响了民国外交人物

研究的理念和路径。在境外档案文献资料越来越容易获取的学术环境下，在新媒体的推动下，

越来越多的民国外交人物走进了普通公众的视野。民国外交人物的阶段性特点受到评价者的重

视。外交人物的形象多样化，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被有意彰显。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涉及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等史学核心要素，深刻地改

变了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是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出现新气象的重要动力。但是，与

民国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研究相比，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迄今仍然较弱，而且存有后劲

不足的隐忧，表现在横向拓展和纵向深挖方面都显得不足。

民国时期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政治多元化和社会碎片化震荡时期，是外部势力空前深入介入

中国内部事务的时期，也是人民觉醒、民族意识不断加强的时期。辛亥革命后至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前，先后有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北洋政府时期还有洪宪政府、护国军政府、张勋复

辟、两广都司令部、中华民国军务院、护法军政府、广东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

政府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还有南昌国民政府、北平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地方苏维

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伪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重庆国民政

府、汪伪政权、中华民国总统府、①华北人民政府等。各种不同的政权、同一政权下的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都有其不同的外交重点或不同的国际背景，这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多元化和社会碎

片化在外交领域的特殊表现。此外，外交权力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外，还有不同职能部门的分

权。北洋政府时期，总统府、国务院、国会都参与外交，除了外交部 （含驻外公使领事）外，国务

院的财政部、司法部、工商部、实业部等也参与外事活动，华工事务部 （侨务部）等机构也是重要

的涉外机构。即便只考虑直接参与外事活动的重要人物，民国外交人物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因

此，尽管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和介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从横向看，现有研究距全面系统地把握

民国外交人物群体还有很大差距。２００１年，石源华在介绍他主编的 《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时曾

说，“在国内已出版的众多人物传记中却很少能读到外交家，尤其是民国外交家的传记，或者说没

有从外交家的角度去研究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②这种状况迄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在横向拓展方面的困境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大量民国外交人物

尚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已有研究仍然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且分布很不均衡。以中国知网收录

的文章为例，如表２所示，职业外交家中只有顾维钧等少数人的文章数稍微多些，大量驻外公

使、大使、领事等一线外交人员的文章或者很少或者暂付阙如，表中３４．３５％的民国外交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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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０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

石源华：《重塑民国职业外交家的群体形象——— 〈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编辑手记》，《民国档案》２００１
年第１期。



文章只有１篇，其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表２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８年７月间中国知网民国外交人物篇名检索情况

篇数 人物／每人篇数 人数比 （％） 文章比 （％）

１００以上 孙中山／８２５、蒋介石／６１３、顾维钧／１４４、袁世凯／１０５　 ３．０５　 ６３．２１
５０—９９ 宋美龄／９６、宋子文／５７、胡适／５２　 ２．２９　 ７．６８
３０—４９ 王正廷／４２、梅汝璈／４０、宋教仁／３１　 ２．２９　 ４．２３

２０—２９
颜惠庆／２９、蒋廷黻／２７、陈友仁／２６、伍廷芳／２５、陆征祥／２４、何
凤山／２４、高宗武／２３

５．３４　 ６．６７

１５—１９
段祺瑞／１９、王宠惠／１８、张彭春／１８、黄郛／１７、蔡公时／１６、何应
钦／１６、王世杰／１６、曹汝霖／１５、唐绍仪／１５

６．８７　 ５．６２

１０—１４
傅秉常／１３、梁诚／１３、郭泰祺／１２、汪精卫／１２、张群／１２、蔡智堪／１１、
陆兴祺／１１、蒋作宾／１０、徐树铮／１０、杨杰／１０

７．６３　 ４．２７

５—９
陈诚／７、黄兴／７、汪荣宝／７、胡汉民／６、刘文岛／６、施肇基／６、
陶行知／６、张荫棠／６、董显光／５、章宗祥／５、周鲠生／５

８．４０　 ２．４７

４ 陈光甫、刘玉麟、罗家伦、莫德惠、汪大燮、杨光泩、朱家骅 ５．３４　 １．０５

３
陈介、陈箓、陈香梅、戴季陶、胡惟德、金问泗、梁如浩、刘彦、
陆宗舆、邵力子、邵毓麟、唐有壬、陶希圣、伍朝枢、吴铁城、
王广圻、王芃生、魏道明、许世英

１４．５０　 ２．１４

２
蔡廷干、杭立武、贺耀祖、胡世泽、蒋百里、刘盥训、马天英、
倪征燠、吴南如、谢寿康、叶公超、张斯麟、张歆海 ９．９２　 ０．９７

１　 ４５人，具体人名略 ３４．３５　 １．６９
总计 １３１人，２６６９篇 １００　 １００

其二，关于具体外交事务的研究仍然很弱。已有文章中，除职业外交家外，其他具有最高

外交决策权或者曾经参与外交活动的热点人物中涉及外交的文章占比大多不高。如，孙中山与
广义外交 （即含对外交往等）相关的８２５篇文章只占其全部文章９３５９篇的８．８１％，蒋介石６１３
篇 （含抗日战争期间重要战役部署等）只占其３３８３篇的１８．１２％，袁世凯１０５篇只占其１２３１篇

的８．５３％，胡适５２篇只占其４８４２篇的１．０７％。而且在这些文章中，还包含大量非学术性的文
章。即便是职业外交家，真正研究其具体外交事务的文章也有被与外交工作无多大关联的文章

所挤压的趋势，或者说，外交人物被描绘得越来越不像外交人物。

从纵向看，以前述中国知网文章为例，现有研究在学术性方面总体上仍然较弱。首先，以

短论、一般介绍性文章以及往来函电等史料类文章为主，真正有深度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发

表在高层次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更少。如蔡公时的文章有１６篇，但没有１篇发表在ＣＳＳＣＩ来源期
刊上。这当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现状。

其次，重复研究、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少文章不仅标题接近，而且内容也大同小异。如，

１９８５年以来，有关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文章有１４３篇之多，年均４．２篇，除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８
年外，几乎年年都有此类文章。１９７９年以来，有关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有１５１篇，年均

３．８篇，除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９、１９９３、２０１８年外，年年都有。又如，有关蔡公时的１６篇文章

中，篇名中有 “外交史上第一人”的达９篇之多，还有１篇有 “民国外交第一人”，而这１０篇文

章中只有２篇作者相同。

最后，新观点、新材料、新视角不断涌现，而与之相应的学术对话却冷冷清清。可以说，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民国人物研究中的 “外交热”尚未掀起。现有学术研究，仍然集中在少
数热点人物和热点议题上，而且缺乏必要的学术争鸣。所谓创新，主要体现在史料来源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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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而且在对待史料方面还存有一味求新而忽略已经整理出来的史料的情况，一些史料公开
出版后 “见光死”的情况并不鲜见。这种状况，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状况大体一致。如，前几
年，有论者曾指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大有成 ‘显学’之势，然而，享有民国史 ‘主干’之
称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却颇为冷落。”①

综上，似乎可以这样说，民国外交人物研究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民国外交人物
研究的发展，但也使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遭遇了新的瓶颈和困境。简言之，民国外交人物主要
是政治人物，一旦剥离其政治角色，其作为外交人物的意义就无法彰显，因此，在坚持实事求
是的前提下，如何推动研究跨越既有政治史研究的 “峡谷”，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三、建构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研究框架

解决民国外交人物研究中的困境，突破其瓶颈，关键要在方法论上着手。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史料不重要，也不是要回到以前的所谓 “史观派”。②发掘和考订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
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评价历史人物，更是要首先尽量搜罗能够找到的各种史料，并对史料中
所蕴含的史实详加考订，最忌先入为主，仅凭个别文本就妄下结论。这里强调的方法论，贯穿
在史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中，包括了对基本史实的收集和整理。

如前所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国际学术思潮有着明显的偏离政治议题和政治史的倾向，

而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属于外交史的范畴，它的发展必须主要建立在政治史得到新的发展的基础
上。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史研究多年来颇受诟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改革开
放前的中国近代政治史与革命史划等号，称之为 “革命史”范式。旧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成果已
经不再受重视，而新的政治史又迟迟不见勃兴，民国外交人物研究要走出 “相对低谷”，其困难
可想而知。民国外交人物和外交史研究的 “冷落”，又影响了它对现实外交议题的深度回应。很
多现实外交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和易逝性。没有长期的外交哲学和外交史的学术积累，很难捕
捉到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点，很难发挥史学资政的效果。王在邦认为，“作为伟大时代赋予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的诸多新课题之一，中国外交遗产的发掘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难以回避的历史
使命”。③因此，重构民国外交人物研究，首先是要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要在方法论上给予政治
史在史学研究中的适当地位。

中国传统史学向来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并长期将政治史作为历史学的内核，主要是基于只
有政治史才能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纳入到一个整体撰述框架中来。当然，加强政治史
研究，不是回到前十七年史学，不是重新将阶级分析方法视为政治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而是在
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融通宏观、中观与微观，深入发掘政治、军事、

外交与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揭示其运动变迁，将阶级分析、

经济分析、利益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结合起来，建构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研究框
架，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这种有骨骼有血肉的研究框架其实一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所
追求。改革开放前，民国史的研究尚处于拓荒性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打基础。刘寿林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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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①等书就属于打基础类的书籍，长期受到相关学者 （包括民国外交人
物研究者）的重视。史学的拓荒性研究先从大处着手，理清人物、事件等基本线索和脉络，提
出重大问题的研究假设，在臧否重要历史人物和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后再逐渐深入、拓展和检讨，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研究的深入， “小河有水大河满”，历史的整体面貌会变得更为清晰。

但是，如果离开政治史的核心地位，孤立静止地专注细枝末节，就很难把握历史整体运动的主
流，或者容易割裂历史，或者容易被表象所迷，出现 “过于丰满的血肉”“拖累骨骼”，“过于丰

茂的枝叶”“遮蔽主干”，“过于细密的支流”“漫溢主流”的现象。②十余年前，罗志田便对当时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矫枉过正倾向表示了担忧，说：“侧重基层社会、尤其 ‘吃喝玩乐’面相的
史学，近些年已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 ‘重镇’。”③近几年来学界对历史虚无

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也可以视为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动力之一。以多层次多维度的
立体式动态框架来推动民国政治史研究，实际上就是既要克服前１７年偏重于政治、军事等 “高
级政治”的倾向，又要弥补２０００年以来偏离政治史核心的缺陷，将 “高级政治”与经济、文

化、科技等 “低级政治”结合起来，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换言之，“史学研究不仅要凸显历史的主流，还应该展示大河的支系；不仅要 ‘骨感’，还应该

丰满；不仅应该主干强壮，还应该枝繁叶茂”。④ 从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角度看，民国社会史、

文化史和学术史等的深入发展已经为民国政治史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学术上已经不存在多少障碍。各种民国档案的解密，大型文献资

料书如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１９１１—１９４９》⑤的出版，民国人物日记、回忆录、口述史等
的发行，“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文交流的快速发展所发掘的大量域外民国史料以及中外学术交流
的便捷化和常态化，为民国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学界对民

国以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有不同的看法，如元宝形、Ｖ字形等，但各种不同的表述都倾向于肯定
民国时期处于近代历史发展的上升阶段，争议在于什么时候开始上升，上升的具体态势如何。

因此，对于民国时期的外交人物从总体上作出合理的、肯定性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民国

以来中国收回利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平等条约、参与国际机制的设计等，涉及国际关系
微观层次的双边关系、中观层次的区域关系以及宏观层次的全球体系，对改变旧的国际秩序、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离不开众多外交工作者的据理力争、折冲樽俎。

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
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⑥了解民国外交人物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及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作出了哪些新的贡献，是明确近代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一。同样，民
国外交人物在创新过程中的曲折和经验教训也值得深入探讨。即便是称职的外交官，其主观愿
望与客观结果之间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毕竟民国时期中国处于上升阶段与民国政府的兴替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否则很难解释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的客观事
实。如，陆征祥在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他这种忽视中国政治
传统的激进改革也带来了职业外交官工作的困扰，在一定时期内实际上削弱了外交机构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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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发挥。又如，岳谦厚指出：“学界名流出任外交官，虽有许多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越
资源，但他们没有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专业性的技能、经验与训练，从而为自己的工作造成种
种被动，引来诸多麻烦，并招致多方攻击。”①因此，一方面要充分注意到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地位

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社会及其互动来认真考虑民
国时期的那些推动与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深层次问题，同时综合考察中国内部各种力量与当时
国际环境所施加于中国的外部压力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对民国外交人物

在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作为进行精准定位。

人物研究没有必要遵循某一种特定的公式，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可以选
择不同的角度。但是，如果以学术标准来要求人物评价，那就应该重视求实、求真、求善和致

用的辩证统一。林甘泉认为，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有事实判断、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

事实判断从考证史料出发，没有阶级性，属于较低层次；认知判断要分析历史的前因后果，总
结出规律性来；价值判断属于最高层次，受某个阶级集团利益支配，以及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影

响。②程恩富等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 “综合运用历史性、客观性、阶级性和价值性原则”，“根
据具体史实进行具体分析”。③陈启能认为，历史学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历史

研究和历史著作都要说明问题，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历史学的题材应该尽量
广泛，历史学的表达形式应该尽量生动，但不管如何，它都应该说明问题，应该给人以启迪，

给人以教益”。④这些观点，意思大体相同，强调的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的求实、求真、求善

与致用的统一，或者说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视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作为社会
关系存在的经济结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等多维关系又是多层次的，总体上坚持以多层次、

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框架综合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价历史人物。

在公民政治技能大为提升的新时期，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中贯穿求实、求真、求善与致用
原则，要特别重视加强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尤其是在将研究成果的受众转向普通民众的时
候。陈启能指出，“由于历史学既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又具有艺术性的一面，它更需要历史学家

的想象力和创造性”。⑤加强民国外交人物研究，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在新媒体中的传播，扩大读者
群和受众群，必须增强学术成果的公共性和可读性，特别是要加强人物研究的艺术性。但是，

这种艺术性首先必须建立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即要将民国外交人物真正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

避免在研究过程中植入过多的个人感情，通过深度研讨前人重要学术成果和展开学术对话减少
主观性和片面性，努力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又要将人物形象塑造得尽量生动传神，以

满足普通民众的相关历史知识需求。民国外交人物的活动与学术研究都属于社会生活，它们在
本质上都是实践的，或者说，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揭示民国外交人物的活动，既可以
用逻辑的方法、实证的方法，也可以用艺术的方法，但归根结底必须坚持人的活动内容都是客

观的和物质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换言之，研究方法可以多
种多样，但研究结论必须是客观的、合乎历史实际的。一些作品无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从
英雄史观等旧历史观出发，将一些民国外交人物的地位抬得很高，有些甚至走得更远。如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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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外交第一人，其地位不仅超过了同时期的众多外交人士，还往前
超过了李鸿章，往后也有可能超过了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档案还开放不够，

周恩来的外交地位还不好定论。这就明显超出了学术研究的界限。至于那些片面从文本出发，
“公然为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与卖国实践翻案”的作品，则不仅是 “缺少相应的学术含量”了，还
“缺失知人论世的起码原则”。①

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而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发展中的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都在增强。从关注现实的角度看，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在 “致用”方面
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新助力，发挥其资政的功能。

民国外交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具有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态势。民国外交人在如何处理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有着丰富的历练和感受。对这一群体进行精细化的研究，有助于
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民国外交人物的特殊性，要求其学术研究不能过
于商业化和娱乐化，不宜追求短平快，而应遵循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以多层次多维度的视
角，在广泛涉猎中外各种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寻找薄弱环节，

补齐短板，扎扎实实地推进研究工作。具体说来，应该将更多的民国外交人物和更为宽泛的外
交议题纳入研究视野之中，通过深度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比较，发掘更多外交专业方面的内容，

从国家、区域、体系各层次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诸维度再现外交领域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揭示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繁荣外交遗产学术研究。

综上所述，以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动态框架推动民国外交人物研究，就是要坚持联系
和发展的基本观点，融通 “高级政治”与 “低级政治”，将外交人物的外事活动置于动态的双边
关系、区域关系和全球体系之中，彰显其发展演进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突出人物的社会性与主
体性的辩证统一，使个案研究更具学理意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路育松　俞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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